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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摘　 要：２０世纪初新旧史学转型以来，史学风尚偏向仄专研究发展，而吕思勉重视通史的价值，主张研究
学术须由博返约，“分之而致其精，合之以观其通”。清季民国时期产生的通史著作，“旨在独裁”，各具特色，

吕著中国通史则注重社会的一般状况，并形成了周赡绵密、平实冷峻的撰述风格；吕思勉研撰通史，不仅注意

学习借鉴近代的科学知识，而且继承发展了传统史学的方法，凭借着其“通人之学”的学问根柢编撰成多种通

贯各时代、博赡各领域的完整通史。

关键词：吕思勉；中国通史；编撰

ＤＯＩ：１０．１６３８２ ／ ｊ．ｃｎｋｉ．１０００３５５７９．２０１９．０１．００６

２０世纪初新史学兴起，学界掀起了改造旧史的风潮，加之清季教育体制改革，兴办的各级新式学堂
亟须适宜教学的国史教材，于是新式通史的编撰，成了当时史学革新的首要问题。然而在新的学科体制

之下，随着分科治学、学术专门化趋势的不断加强，到了二三十年代，通史研撰在总体上日趋边缘、遭到

冷落。自 １９３０年代中后期起，由于时局剧变，许多学者又对撰写通史产生出了各种新的认识和评价。
综论清季民国半个世纪通史编撰起起落落的发展历程，其中不能不提及吕思勉与他所编著的中国通史。

１９４５年顾颉刚结算新式通史编撰的成绩，认为出版的数量虽然已经不少，但“较近理想的”仅有七部，其
中就包括吕思勉的《白话本国史》与《中国通史》两书①。而据目前统计，除了这两部书，吕思勉还先后编

写过十种国史教科书，多为通贯各时代、周赡各领域的完整通史②。本文将吕著通史置于 ２０ 世纪上半
期中国通史编撰的整体发展过程之中，试从通史编撰与专精研究、治史宗旨与撰述风格、研撰方法与中

西之学三个层面进行探讨，冀以展现作者的通史撰述风格，衡量其通史著述的学术价值。

一　 通史编撰与专精研究

吕著中国通史当年发行量很大，在学界中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。如 １９２３ 年初版的《白话本国史》，
据严耕望讲，这部书“内容颇富，而且着眼于社会的变迁，也有很多推翻传统的意见，这在当时是非常新

颖的”，是他曾经认真阅读并深受启发的第一部通史著作，到 １９３０ 年代中期时阅读的人仍然非常多③。
严耕望非常推崇吕思勉的史学成就，把他与陈寅恪、陈垣、钱穆并称近代史学四大家，但若论在民国学术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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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颉刚：《当代中国史学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２年，第 ８１页。
这十种史书，按照初次出版或印制的时间先后，依次为：《高等小学校用新式历史教授书》（１９１６年），《高等小学校用新法历史参

考书》（１９２０年），《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》（１９２４年），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》（１９３４ 年），《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》（１９３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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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初级中学适用本国史补充读本》（１９４６年）。

《白话本国史》作为较早的一部完整有价值的新式中国通史，当年广受好评。严耕望之外，唐长孺、杨宽等也都自承曾经深受这

部书的影响。顾颉刚称此书史识丰富、笔调流畅，“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”；金毓黼认为“此书有系统，有断制，堪称中国史之第

一名作，并世作史诸家未能或之先也”。参见顾颉刚：《当代中国史学》，第 ８１ 页；金毓黼：《静晤室日记》，沈阳：辽沈书社，１９９３ 年，第
１４７０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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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声光，吕思勉却不及其他三位。他分析所以出现这种状况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近代史学风尚“重视

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，发挥新意见”，而吕思勉治学风格“属于博赡一途，故不免为一般人所低

估”。同时，他又特别强调：“博通周赡与精深有新解两途，学术创获诚然须专精有新解，但博赡仍是为

学大道，且极不易，或许更难。”①作为精研中古政治制度与历史地理的专家，严耕望的这一番对吕氏学

术地位“为一般人所低估”原因的评析，就涉及了近代史学界关于通与专、著史与考史的问题。②

在民国史学界，“考据派”（或“史料派”）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。美国学者邓嗣禹观察到，中国史学

界有一派学者“致力于微观专题研究，如一人的死期，一地的勘定，一个术语或专有名词的解释，似乎论

文题目越专越好。撰写论文时，作者经常花费很大气力去搜集资料，绕许多复杂的弯路去证明一个细小

的问题”③。当年齐思和即认为，史学界一人包办全史的时代已成为过去，近代以来的史学建立在专精

研究之上，“无数的专题论文，在学术杂志中发表，成了我们现代史学的基础”④。关于这方面的讨论，其

中最引人瞩目而又持续引发争议的，则是傅斯年的观点。他直接宣称：“历史学不是著史：著史每多多

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，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，作文章家的本事。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，利用自

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，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。”在他看来，编撰通史的做法不符合近代科学史

学的准则，“我们反对疏通，我们只要把材料整理好，则事实自然显明了”。⑤

尽管民国史学风尚整体而言偏重仄专研究，但通史的编撰无论是出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，还是社会

一般的期许，其价值毕竟是不容抹煞的。所以，自新史学兴起以来，运用新观念、新方法编撰适合时代需

要的中国通史，始终得到了一大批学者的重视和倡导⑥。如章太炎早在 １９００ 年就拟成《中国通史略
例》，提出建设新史的方案；何炳松于 １９２８ 年编译《通史新义》一书，倡导运用西方最新的方法编撰通
史；等等。而在近代史学界中，号召编撰新史最积极和影响最大的学者，无疑当推梁启超。１９０１ 年他写
成的《中国史叙论》一文，即是他当时计划中通史的“叙论”部分。此后直到 １９２０ 年代，梁启超犹认为
“新史之作，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”⑦。对当时史学界已经显现的忽视通史的倾向，他甚为不

满，称：“一般作小的考证和钩沉、辑佚、考古，就是避难趋易，想侥幸成名，我认为是病的形态。真想治

中国史，应该大刀阔斧，跟着从前大史学家的作法，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，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

明，发展的希望。”⑧此时他仍然在筹划“创造一新史”，并把已撰成的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列为该书第一

卷暨“治史所持之器”。

对于梁启超等大力倡行研撰通史的做法，齐思和曾经评论：“梁氏不明通俗著述与研究著述之

别，而号召天下研究整个的通史，结果他自己用了这‘治史所持之器’，并无成绩，而他人用这方法来

治史也不会有成绩的。”⑨梁启超最后并未能如愿地完成一部中国通史，其间原因种种，大约不止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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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耕望：《治史三书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２００８年，第 １７７—１７９页。严耕望与余英时都曾经讲过师从钱穆研读通史、培养通
识的学习经历，他们后来虽以研究政治制度史、学术思想史的专家称著于世，但读书治学皆注重讲求贯通和全局观。可见，以“专家之

业”名世者，未必不需要具备博赡通贯的学识。这大概就如当年何炳松所论，“通史实即共通之历史”，属于“吾人之历史知识中始终留有

不可或缺之部分”，“故通史之为物无异一切专史之连锁，通史中之事实无异专史中事实之配景”。参见何炳松：《通史新义》，桂林：广西

师范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５年，第 ８４页。
我国传统史学上的马、班优劣之争就涉及关于通史价值的评价，例如对于司马迁《史记》这部纪传体通史，刘知几批评“其为体

之失者”、“撰录之烦者”，郑樵则称扬“六经之后，唯有此作”。从古代史学的通与断之争到近代的通与专之争，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通

史编撰客观存在着的问题与困难。

［美］邓嗣禹：《近 ５０年的中国历史编纂学》（原载美国《远东季刊》１９４９年 ２月），李扬眉、周国栋译，《山东社会科学》２００４年第
６期。

⑨　 齐思和：《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》，《燕京社会科学》１９４９年第 ２卷。
傅斯年：《傅斯年全集》第 ３卷，长沙：湖南教育出版社，２００３年，第 ３—１０页。
若进一步考查，会发现在 ２０世纪上半期史学界很多偏重于专精研究的学者，并非完全认识不到通史研撰的重要价值，而是认为

“在专史没有完全弄好以前”，编撰通史“不是件容易事”，难以做到尽善尽美（参见聂崇岐：《三十年来国学界的概况》，《益世报》１９４６年
１０月 １０日）。即便是曾经大力“反对疏通”的傅斯年，在“九一八事变”以后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也积极从事编撰《东北史纲》，这显
然背离了他往常所表现出的对“著史”的态度。

　 梁启超：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８年，第 １页；第 ３１４页。



端，但判定其“并无成绩，而他人用这方法来治史也不会有成绩的”，则恐怕还是有些言过其实。关于

梁启超的治史方法，吕思勉评价道：“梁启超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及《补编》系出自心裁之作，对于史学

的意义，自不如外国史学家得科学的辅助者之晶莹，而论具体的方法则较为亲切。”①吕思勉在治学上

曾深受梁启超的影响，自称“梁先生之著述殆无不寓目者。粗知学问，实由梁先生牖之，虽亲炙之师友

不逮也”②。吕思勉一方面能够认识到“梁先生的史学，用严格的科学眼光看起来，或者未能丝丝入扣”；

但另一方面又肯定“他那种大刀阔斧，替史学界开辟新路径的精神，总是不容抹煞”③。“才大工疏，事繁

鹜博”的梁启超虽然最终没有完成其通史理想，但其一生中多次制定编撰的方案、目录，若将他所拟定

的《中国通史目录》《中国文化史目录》《中学国史教本目录》等，与已经成书的吕著通史的目录内容进行

认真对照，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诸多的相同相通之处。如 １９２４年梁启超鉴于当时流行的通史与
教科书“全属政治史性质”，“关于社会及文化事项，虽于每朝代之后兼有叙述，然太简略，且不联贯”，提

议今后的通史应该：“第一，以文化史代政治史；第二，以纵断史代横断史。”④无独有偶，吕思勉稍后于

１９２０年代后期写成的《中国社会史》初稿⑤、１９４０年初版的《中国通史》上册（该册又名《中国文化史》），
即可谓以文化代政治、以纵断代横断的典范之作。而金毓黼则早在 １９２５ 年读到吕著《白话本国史》之
时，就已开始有意识地将梁、吕二人放在一起比较，他讲道：“梁氏之新计划不知何日实现？而吕氏之作

已将梁氏所举六部融纳编中，虽体非纵断，而独绝众流，故自可贵，即他日梁氏之作有成，亦恐无以胜乎

此耳。”⑥可以认为，梁启超关于新史编撰的诸多理念和构想，在吕著通史中得到了具体的贯彻实践与完

善发展。⑦

早在 １９２１年《整理旧籍之方法》一文中，吕思勉就阐述过关于学术研究通与专的看法，他清楚地认
识到近代学术的趋势已经“由混而趋于析”，指出：“近人每好言著中国通史，吾不知其所谓‘通’者，其定

义若何？若仍如《通志》之所谓通，吾敢决其必失败，以其与学术进化之趋势相反也。……在今日，唯有

从事于将旧时历史中应析出之部分，逐步析出，然后就各部分加以精密之研究而已。”不过，他又特别地

强调说：“今后研究学问，固重在分科，但关于全般之知识，亦极关重要。所谓由博返约，实为研究学问

之要诀。未博而先言约，则陋而已矣。”⑧正如昔时章学诚所言“学贵博而能约”，吕思勉虽然充分认识到

专精研究的必要，但他同时仍旧看重通史的价值。如上文所述，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，随着学术转型
以及新学科体制的确立，“专家之业”取代“通人之学”，史学界普遍崇尚仄而专的研究，注重史料的发掘

和考订，相对地，则忽略或轻视对史事的疏通。吕思勉对这种状况无疑是很不以为然的，他在一封私人

信函中曾表达对当时所谓学界主流“考据派”（或“史料派”）的不满：“今日治新学之人，只知其所治之

一门，出此之外，即茫无所知，而发言往往奇缪不可思议，颇为通人所诟病。其实所谓研治国故者，亦何

尝不如是。尝见一北大派中人，其人在北大派中读书颇为广泛，而议论亦多窒塞不通，颇以为怪。”⑨倡

行文化形态史观的雷宗海对于这种史学界状况，也发文批评道：“专家的时髦性，可以说是今日学术界

的最大流弊。学问分门别类，除因人的精力有限以外，乃是为求研究的便利，并非说各门之间，真有深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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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思勉：《怎样读中国历史》，氏著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６年，第 ５３０页。
③⑧　 吕思勉：《辩梁任公〈阴阳五行说之来历〉》《史学上的两条大路》《整理旧籍之方法》，氏著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，第 ２０１ 页；第

５８５页；第 ４８９—４９０页。
梁启超：《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》，氏著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之三十八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９年，第 ２６页。
该书曾于 １９８５年以《中国制度史》为书名，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，由于历史原因，此版对原稿作了较大幅度的删改；２００７ 年、

２０１５年该书又先后收入《吕思勉文集》与《吕思勉全集》，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书名恢复为《中国社会史》，内容完全依照作者原稿。
金毓黼：《静晤室日记》，第 １４７１页。
吕思勉对梁启超史学的继承和发展，不仅表现在外在的治史方法上，还表现在内在的学术精神上。例如，１９２３ 年梁启超提出

《治国学的两条大路》，一条为文献的学问（“整理国故”），一条为德性的学问（内省和躬行）；１９４１ 年吕思勉则提出了《史学上的两条大
路》，“一条是对治学的人说的，一条是对治事的人说的”。吕、梁二位作为从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中转型而来的学者，他们做学问不仅“为

人”还要“为己”，一方面追求纯粹的学术研究，一方面仍然在或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之以立身行事。

李永圻、张耕华：《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２年，第 ６８９页。



相隔。”他认为这与当时推行的教育科研体制有很大关系，“今日大学各系的课程，为求专精与研究的美

名，舍本逐末。基本的课程，不是不设，就是敷衍塞责”。当年吕思勉读到雷氏文章之后，对其观点极为

赞同，称“雷宗海先生的话，可谓实获我心”。①

吕思勉在《史籍与史学》一书中谈及今后的“史学演进趋势”，指出：“学问至今日，不但非分科研究

不能精，其所取资，并非专门研究者不能解。……然欲洞明社会之所以然，又非偏据一端者所能，则又不

得不合专门史而为普通史，分之而致其精，合之以观其通，此则今日史学之趋向也。”②吕氏史著可以说

即是努力按其“分之而致其精，合之以观其通”的原则编撰而成的。吕思勉治学虽然以博赡著称，但他

在专史研究上也下过很深的功夫，不仅发表过大量专题论文，而且撰写了大批专史著作，这些专史包括：

社会史一种、民族史两种、文字学四种、文学史四种、通俗史四种、史学与史籍七种、近代史六种、文化史

两种、学术思想史五种、政治思想史三种，诚可谓领域广泛、述作宏富。他在诸项专史研究上的成就为其

通史研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如黄永年在评述吕思勉后期创作的几部断代通史时所讲：“（他）几乎每

个问题每一小点都下过功夫钻研，所以写出来的可以说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东西。如果把这

几部书拆散改写成单篇论文，恐怕要数以千计。”③只是这许多学术创见熔铸在大部头的书中，并不显露

罢了。到 ２０世纪末，林甘泉在讨论近代史著时，即认为“傅斯年为了摆脱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固定模式，
强调科学的历史学应是‘考史’而不是‘著史’。其实历史编纂学也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直接反

映编者的历史观点和掌握史料、处理史料的水平。就普及历史知识而言，通史和断代史有专题研究所无

法取代的作用。１９２３年，吕思勉出版《白话本国史》，书中既有重要历史事实的叙述，又有必要的考据和
议论”，很能够说明“著史”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。④

二　 治史宗旨与撰述风格

中国古代曾经产生过一大批通史家和通史之作，然而在 ２０世纪的新史家看来，传统史书“能铺叙而
不能别裁”，“能因袭而不能创作”，已经落伍于时代的需求。新时代需要以新观念、新方法所写出的史

书，１９００年章太炎拟成《中国通史略例》，主张新式“《通史》之作，所以审端径隧，决导神思。其他人事
浩穰，乐胥好博之士，所欲知者何既，旧史具体，自不厌其浏览”。由此，他提出：“今修通史，旨在独裁，

则详略各异。”⑤新式通史不再如传统史书那样对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具体叙述、详细胪列，而是要

从整体和全局出发去把握历史的发展进程，注重对历史脉络的梳理，追求对史事的综括概述。这种“文

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”的新要求⑥，当然也更能考验史书作者择取史料、陶文辞的学识和能力。２０
世纪上半期中国通史编撰的整体情形，大致因应了章太炎最初的创议，各书的作者分别以其所秉持的治

史宗旨“取义明志，事次文篇”，使这一时期的通史之作，一方面质量与水平参差不齐，另一方面则个性

突出、风格鲜明。⑦

提倡“今修通史，旨在独裁”，并非作史者可以随意地搬用史事去论证一己之见，更非“其所发的议

论，空洞无实，或于史事全未了解，但将理论硬套者”⑧，能够经得起考验的著作必须立足于详实的材料

基础之上。正因为此，编撰中国通史向来被学者视为一项困难的事业。《四库全书总目通志提要》即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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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吕思勉：《孤岛青年何以报国》，氏著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，第 ３６０—３６１页。
⑧　 吕思勉：《史籍与史学》《中国史籍读法》，氏著《史学与史籍七种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９年，第 ８０—８１页；第 １０７页。
黄永年：《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（思勉）先生》，吕思勉述、黄永年记：《吕思勉文史四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２００８年，第 ６页。
林甘泉：《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》，《历史研究》１９９６年第 ２期。
章太炎：《中国通史略例》，氏著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三）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８４年，第 ３３１页。
夏曾佑：《中国古代史》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２０００年，第 ３页。
不同学术旨趣和撰述风格的多种史书同时并存，吕思勉是很赞成的，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，读者可以自行选读史书，并相互参

证，“而作史者亦得各抒所见；这是于史学大有裨益的”。这些各成一家之言的著作，“其好坏，最好任人评论”；“其信否的程度如何，一以

我们按照严格的史学方法所评定者为断”。参见吕思勉：《历史研究法》，《史学与史籍七种》，第 ３２、３３页。



及：“其例综括千古，归一家言；非学问足以该通，文章足以铸，则难以成书。”①吕思勉在 １９２０ 年拟定
《白话本国史序例》时也谈道：“中国历史是很繁的。要想博览，很不容易。”他认为当时已出版的一些通

史虽然简略，但又普遍存在两种毛病：“（１）其所谓简，是在全部历史里头，随意摘取几条，并不是真有研
究，知道所摘出的事情，都是有关紧要的。（２）措词的时候，随意下笔，不但把自己主观羼入，失掉古代
事实的真相；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。”②此前，梁启超在《新史学》一文中批判旧史弊病时，同样谈到新史

编撰所面临的困难，中国数千年历史，史料浩如烟海，“穷年莫殚”，而且“即使有暇日，有耐性，遍读应读

之书，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，极高之学识，不能别择某条有用，某条无用，徒枉费时日脑力。”③为了解决

这一难题，当时就有不少学者提议并且筹划集合多人的力量纂修通史，顾颉刚就提出“最好的办法，是

分工合作，先作断代的研究”，在此基础上，进一步“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”④。分工合作纂修通史

的办法，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并不像设想的那么简单，在当年的条件与情势下，这一提议也没有得到较

好的贯彻落实。⑤

对于 ２０世纪初以来的新式通史，无论众纂还是独撰，能否经受得起读者的考验，是否具有长久的学
术生命力，当年吕思勉曾经不无担心地谈道：“盖通史之作，意在除去（旧史）复重。然同异即在复重之

中，考据之家，一字为实；又欲考史事，宜据原书，新书竞陈，势必舍新而取旧，具兹二义，通史之作，即诚

突过前贤，犹或见弃来哲。况乎卷帙过钜，精力虽周，众纂则取诮荒芜，独修则贻讥疏漏。安得不如子玄

所云今学者宁习本书，怠窥新录邪？”⑥回顾 ２０ 世纪初以来一些通史仅仅首版即告绝版，之后便湮没无
迹的尴尬命运，吕思勉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。

吕思勉与梁启超所虑，为张荫麟后来撰写《中国史纲》时所重申：“显然我们不能把全部中国史的事

实，细大不捐，应有尽有的写进去。姑勿论一个人，甚至一整个时代的史家没有能力去如此做。即使能

如此做，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检查的‘中国史百科全书’，而不是一部供人阅读的中国通史。”他认为

“写考据文章是很容易的”，而“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”。为了写出选材合当、详略得宜的

通史，张荫麟在《中国史纲》自序中提出了颇具哲学意味的判别史事重要性的“笔削”标准，并列出了用

来统贯“动的历史的繁杂”的数个范畴⑦。张书运思巧妙、文笔优美，并以“说故事的方式”出之，曾倍受

学界肯定。但是，后来也有学者认为，该书的实际内容与自序所设定的目标之间，有着不小的差距，而且

作者“整个写作风格，都显得轻灵有余、翔实不足”⑧。当然，更为令人惋惜的是这部史书仅仅写至东汉，

而非一部完整的通史。张书之后，范文澜在编写《中国通史简编》时同样面临如何处理“丰富而又庞杂

的大堆史料”的难题。《简编》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编写的通史，作者的做法“是从广泛史料中选择

真实材料，组成一部简明扼要的，通俗生动的，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，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的中国通史”。

这部书文笔凝练犀利，论述深入浅出，当年很受读者的欢迎。而范文澜本人后来却认识到这部书仍存有

两个缺点：“由于片面的‘反封建’和‘以古说今’所造成的非历史观点的错误”；“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

析”而造成的“头绪混乱”。他认为这些都是应该检讨和改进的。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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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

⑥

⑦

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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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第 １１册，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１９３５年，第 ２５—２６页。
吕思勉：《白话本国史·序例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５年，第 １页。
梁启超：《新史学》，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之九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９年，第 ６页。
顾颉刚：《当代中国史学》，第 ８５页。
梁启超曾指出：“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。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，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，而贯穴乎其间。”（参见梁

启超：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，第 ３８页）显然，众人分工合作纂修的通史，各个部分之间往往缺乏深广的关联度，全书难以形成“超出各专门
事项之外，而贯穴乎其间”的那种通识和气脉。

吕思勉：《史籍与史学》，《史学与史籍七种》，第 ５６页。
张荫麟：《中国史纲·自序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９年，第 １—９页。
王晴佳：《中国史学的科学化—专业化与跨学科》，罗志田编：《２０ 世纪的中国：学术与社会·史学卷》，济南：山东人民出版社，

２００１年，第 ６５８页。
范文澜：《中国通史简编》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２０００年，第 ４页、第 ８４８—８５０页。



钱穆是吕思勉的早年弟子，所撰《国史大纲》在近代通史著作中，可谓自成一种风格。他认为“新通

史，其最主要之任务，尤在将国史真态，传播于国人之前，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

任，而油然兴其慨想，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”①。《国史大纲》成书于抗战期间，主要以士人政治与学术

思想两大环节去看中国历史的演进面，进而阐明国家民族文化精神之所在，并欲以此精神召唤国魂，所

以该书对中国的历史文化“阐其精微而弃糟粕于不论，通其大体而置细节于不顾”②。正是由于这种撰

述的宗旨与风格，自从“引论”部分发表后，该书就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，毁誉不一。据钱穆忆讲，在

该书正式出版之前，他曾将书稿呈请吕思勉为之校改，并得到了“我师特加赏识”③。不过，对于钱穆的

学术，吕思勉本人还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：“现在的学者中，我觉得钱宾四先生气象颇有可观；唯觉他太

重视了政治方面，而于社会畸轻，规模微嫌狭隘而已。”④吕、钱二位皆为近代史学大家，吕思勉的这番褒

奖中含有批评的话语，既道出了师生二人学术研究关切层面的不同，也反映出他们在通史编撰宗旨上的

歧异。

吕思勉认为，近代史学家的治史宗旨“就是‘再造已往’。何谓再造已往呢？那就是已往的时代，

虽然已往了，我们却要综合各方面，使其时代的情形，大略复见于眼前”⑤。他认为研究历史就要研究

社会的一般情形。关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，吕思勉在《中国通史》绪论中谈道：“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

事情。政治的活动，全靠社会做根柢。社会，实在政治的背后，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。不明白

社会，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。”⑥读吕氏史著，会发现其内容确实没有太多的关于所谓政治大事、各类盛

事的阐述和议论，这当然不是因为他对此没有见解，而是在他看来，为人所忽视的普通社会才最值得去

关注⑦。吕思勉认为旧史书的弊病就在于认识不到社会状况的重要，只注重特殊的人物和事件，却不

知道特殊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普通社会上的，现在研究史学则需要注重常人与常事，因为社会正是在

这里面变迁发展的，“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，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。不知道风化，当然

不会知道山崩。若明白了风化，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”⑧。吕思勉治史眼光向下，措意民生日用与基

层生活，这在吕著通史所设农工商业、财产、钱币、饮食、衣服、住行、婚姻、宗族、阶级等章节内容中能够

体现出来。

当年童书业曾经把吕著《中国通史》与钱著《国史大纲》并论，称之为通史界的两部杰作，“吕著长于

社会文化的叙述，钱著则长于国史大势的认识”⑨。而后严耕望比论钱氏与吕氏史著，则称：“钱书才气

磅礴，笔力劲悍，有一贯体系，一贯精神，可谓一部近乎‘圆而神’之作；”“吕书周赡绵密，可谓一部近乎

‘方以智’之作”；钱书所长在线索的贯串，吕书所长在材料的详备瑏瑠。吕思勉治史注重社会状况，凡社会

活动的各个方面悉数摄取论列，但历史上的这类材料不仅数量较少，而且比较零散，搜辑整理颇为不易。

吕思勉以一人之力，上迄先秦下至近世，通过对各种材料系统地整理考订，撰成多部通史与断代史，确属

不易。诚如严耕望所言：“此种魄力与坚毅力，实在令人惊服。我想前辈成名史学家中，除了诚之先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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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穆：《国史大纲·引论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１９９６年，第 ８页。
诵甘：《纪念钱师宾四先生》，无锡县政协编：《钱穆纪念文集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９２年，第 ５０页。
钱穆：《八十忆双亲———师友杂忆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２００５年，第 ６０页。
吕思勉：《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》，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，第 ４０６页。
吕思勉：《史学与史籍七种》，第 ２５页。
吕思勉：《中国通史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９年，第 ２、３页。
吕思勉讲过这么一段话：“我则以为人最朴素的，而亦最真实的，是自己的生活。构成自己的生活的，就是环我而处的人，亦就是

社会。所以社会的惨舒，社会上人的苦乐，是最足以激动我的感情，而亦是最足以培养人们的感情的。”吕思勉平时非常关切身周民生日

用与民俗风物的情形，曾经辑录了大量的相关资料，可惜这些资料连同他的日记、笔记大部分都损毁于抗战时期。参见吕思勉：《蔡孑民

论》，氏著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，第 ３５８页。
吕思勉：《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１年，第 ３１５页。
童书业：《读钱著国史大纲》，《童书业著作集》第 ３卷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２００８年，第 ７３８页。
严耕望：《治史三书》，第 １９４、１９５页。



恐怕都难做得到，这不是才学问题，而是才性问题。”①吕思勉为人不骛声名、恭勤不怠，为文下笔谨慎、

忌发空论。吕氏史著行文中多见晓之以理，少有动之以情，这种周赡绵密、平实冷峻的著述风格，大概很

难如钱穆的《国史大纲》那般在学界引发一时的轰动效应。

三　 研撰方法与中西之学

１９２８年光华大学初创历史系，吕思勉担任系主任。在所拟定的课程设置计划书中，他讲道：“吾国
史学夙称发达，惟今学问观点不同，一切旧籍均应用新方法整理，而非略知旧时史学门径，否则整理之工

作，亦无从施。至于通知外国史事大概，明了现今世变之所由来，进而精研西籍，更求深造，亦今日学者

所应有事也。”②这番对课程设置理念的阐述，无疑也是吕思勉本人治学取向的体现，即不仅要了解传统

史学的治学门径，还要精研西方的学术典籍，掌握新的知识和方法。２０ 世纪上半期正值中国新旧史学
转型的关键时期，吕著中国通史的研究方法与撰述体制，正反映出在学术转型时代传统和近代的冲突与

传承、中学和西学的碰撞与融合。

在研究方法上，吕思勉既注意汲取近代的各种科学知识，又继承了传统的考据之学。他在《白话本

国史》绪论中提出“现在研究史学，有两件事情，最应当注意的：其（一），是要有科学的眼光”；“其（二），

是要懂得考据之学”。③其一，“要有科学的眼光”，是主张采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研究历史，撰写史

书。关于治史方法，吕思勉在其《历史研究法》一书中作过系统阐述。他认为现在研究历史，应该特别

注意社会学、考古学、地理学、文学（包括训诂、文法等）等学科的知识，并须掌握社会进化、唯物史观等

观念④。在 １９２０年前后撰写《白话本国史》之际，他就已提出用经济学、社会学的眼光研究相关史事，有
助于了解社会的发展状况。譬如该书第一篇第九章，就借用了唯物史观来阐释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

的大变迁：“（一）贵贱的阶级破，贫富的阶级起。（二）共有财产的组织全坏，自由竞争的风气大开。是

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的一种大变迁，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个大界限。”⑤１９４０ 年前后吕思勉撰
成《中国通史》，自称“此书之意，欲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，多所了解。……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

说，以资说明”⑥。该书出版后，童书业对之非常推重，他认为这部通史“尤其不可及的，是他能利用社会

科学来探究历史，为中国史学界开辟一条新路径”。⑦该书对各种社会科学的运用非常充分，例如第一章

“婚姻”探究历史上的婚姻状况，就汲取了马林诺夫斯基《两性社会学》、罗维《初民社会》等诸多社会学

的研究成果。而且该章中还对现行的夫妇制度、家庭制度等进行了反思和批评，提出了一些颇为新颖大

胆的观点，即如顾颉刚在评论该书时所说：“叙述中兼有议论，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，批评中国的文化

和制度，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。”⑧

其二，“要懂得考据之学”，是主张采用传统的历史考据学。对此，吕思勉在《白话本国史》绪论中强

调：“必须懂得这一种方法，一切书才都可以读，一切材料才都可以使用”⑨。吕思勉继承了清代学者读

书做札记的治学方法，他的多部史著是以读书札记为基础编写成的，以至于严耕望认为其著作“直以札

记体裁出之，每节就如一篇札记”瑏瑠。在吕著通史中，关于史事考据的内容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，书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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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瑏瑠

严耕望：《治史三书》，第 １７９页。对于吕思勉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，当年顾颉刚即非常感佩，他认为吕思勉作为耆年硕学，“孜
孜不息，熟诵二十四史，所成著述均极切实”，能够对国史材料做系统全面的整理考订，编撰中国通史“此一大业必须经其草创方有坦途

可行”。参见顾颉刚：《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》，《顾颉刚全集·宝树园文存卷二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２０１１年，第 ２５６页。
李永圻：《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》，上海：上海书店，１９９２年，第 １４２页。

⑨　 吕思勉：《白话本国史》，第 ９页。
吕思勉：《历史研究法》，《史学与史籍七种》，第 ３４—３９页。
吕思勉：《白话本国史》，第 １４３页。
吕思勉：《中国通史·自序》，第 １页。
童书业：《介绍一部最有价值的中国通史》，载《美商青年月刊》１９４１年第 ６期。
顾颉刚：《当代中国史学》，第 ８２页。
严耕望：《治史三书》，第 １８０页。



“且必著明其如何考据而得，俾学者并可略知考据的方法”①。金毓黼即称：“近人吕思勉氏之中国通史，

系用虫蛀式治史法，著重于分析，如身入大宅之中而细数其所藏。”②曾有人因而“嫌其太深”，认为吕著

通史不够通俗易懂。对此，吕思勉曾在《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》例言中谈道：“书中关涉考据的

地方很多，似乎太专门了些”，然而“历史是供给各种学问以正确的材料的，其本身的材料不能不正确，

无待于言。这是不得已的事。提高学科的程度，其关键全在于此”③。吕思勉一生治学好讲求考据，他

自己曾讲：“人家都说我治史喜欢讲考据，其实我是喜欢讲政治和社会各问题的，不过现在各种社会科

学，都极精深，我都是外行，不敢乱谈，所以只好讲讲考据罢了。”④可见，在新传入的西学知识与传统的

考据学之间，他对于运用后者更加自信。

在编撰体制上，吕思勉通过融会古今中外的史书撰述方法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吕著通史体制。新史

学兴起以来的通史编撰，如夏曾佑的《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》、章的《中华通史》和王桐龄的《中国

史》等，皆借用了外国史书依照历史分期编排章节结构的做法。吕思勉前期所编撰的通史，如《白话本

国史》、《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》等，也是按照分期把全书分为上古、中古、近古、近世、现代五个篇章，

依次讲述。这种直接搬用域外史书体制的做法，起初对于新史的编撰与推行，曾发挥过很大的积极作

用，但后来却不断遭到学者的非议⑤。自 １９３０ 年代中后期起，吕思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发生了转
变⑥。他并不反对研究通史采用分期的方法，但特别强调要依据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形划分时期，如他在

《先秦史》总论中所讲：“今之治国史者，其分期多用上古、中古、近世、现代等名目，私心颇不谓然。以凡

诸称名，意义均贵确实，而此等名目，则其义殊为混淆也。梁任公谓治国史者，或以不分期为善，其说亦

未必然。然其分期，当自审史事而为之，并当自立名目，而不必强效他人，则审矣。”⑦吕思勉在 １９４０ 年
代以后所撰写的几部断代史，即大体上体现了他后期对历史分期的认识。吕著《先秦史》《秦汉史》《两

晋南北朝史》《隋唐五代史》四部史书，虽然称为断代史，但若将它们放在一起，其实即是一部中国通史

的前四分册，或如钱穆《师友杂忆》中所讲，是其全部《国史长编》的几个分编⑧。这在当年《先秦史》的

初版说明中讲得非常清楚：“吕诚之先生以其毕生精力研究中国史，计划着编著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，

按照中国历史自然发展的阶段分成若干部分，先秦史就是这中国通史中断代的第一部分。”⑨当时顾颉

刚亦曾对人谈及这几部史书：“吕先生《通史稿》积叠已多，如能年出一二册，则五六年可毕。此书一出，

邓氏《二千年史》（即邓之诚《中华二千年史》）自然倒坠。”瑏瑠实际上，五代以后的《宋辽金元史》与《明清

史》两部，吕思勉也已作了许多准备，可惜由于身体、环境等原因而未能成书，他计划的这部“理想的中

国通史”也就没有全部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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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波：吕思勉与中国通史编撰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瑏瑠

吕思勉：《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》，第 ３１１页。吕思勉希望自己的著作可以做研究国史的“门径之门径、阶梯之阶梯”，所以，吕
氏史著中对于引据的材料，均注明了篇名卷次，以方便读者参考使用。

金毓黻：《静晤室日记》，第 ５０１４页。
吕思勉：《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》，第 １０５—１０６页。
吕思勉：《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》，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，第 ５７９页。
如何炳松反对采用历史分期的方法，他认为：“第一，因为人类的进化，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。第二，因为各期的事业，往往犬

牙交错的。历史的分期，完全将我们历史的配景弄错了。”再如日本史家内藤湖南认为，中国仿效其他国家划分时期的做法是没有意义

的，因为中国的文化是独特的，“形成一种文化的自然发展的系统，有如构成一部世界史”。参见［美］何炳松：《译者导言》，［美］鲁滨逊：

《新史学》，何炳松译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５年，第 １０页；［日］内藤湖南：《中国史通论·绪言》，夏应元等译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
出版社，２００４年，第 ４、６页。

吕思勉所著通史与教科书种数较多，成书时间间距较长，不仅历史分期前后不同，在内容上亦有所差异。例如，在先秦史料的取

材上，前期著述侧重今文经学典籍，后期则今、古文经学材料并重；在对史事的看法上，如中国民族起源和宋金和战等问题，后期对前期书

中的某些观点进行了修正。

吕思勉：《先秦史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９年，第 ３页。
钱穆：《八十忆双亲　 师友杂忆》，第 ６１页。
李永圻：《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》，第 ２１６页。
沈津：《顾廷龙年谱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４年，第 １２８页。



吕思勉后期编撰的史书，放弃了此前按照历史分期编排章节的做法，而是把全书分成“社会文化”

与“政治沿革”两大部分。吕氏史著所采用的这种编排方法，很大程度上参照了传统史书的内容体制。

黄永年称其中“社会文化”部分是一部新《文献通考》，“政治沿革”部分是一部新的《通鉴纪事本末》①。

吕思勉在《中国通史》绪论中讲：“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·序》，把历史上的事实，分为两大类：一为理

乱兴亡，一为典章经制。这种说法，颇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。”他认为这两大类，“前者可称为动的

史实，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。史实确乎不外这两类”，但是传统史书往往“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，则未免

太狭了”。②鉴于此，吕著《中国通史》把研究的范围“大加扩充”。如“社会文化”部分，包括婚姻、族制、

政体、阶级、财产、官制、选举、赋税、兵制、刑法、实业、货币、衣食、住行、教育、语文、学术、宗教十八章内

容，近乎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，“虽类似正史诸志，而实不同。除政制外，多无所凭借，无所因袭，所列

章节条目虽尚不无漏略，但大体已很周匝赅备，皆采正史，拆解其材料，依照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

合，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，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撰史体裁”③。这些内容远非传统的典制体史书所能

涵盖，其对传统史书的内容体制可谓既有继承，更有发展。

自清季民国以来，中国传统学术一直处于不断衰退的过程之中，以至于后来有学者慨叹：“到了今

天，很少有人能够离开某种西方的思维架构，而直接面对中国的文学、思想、历史了；他们似乎只有通过

西方这一家或那一家的理论才能阐明中国的经典。”④身处学术转型时代的吕思勉，接受过系统的旧式

教育培养，具备丰厚的传统学养，后又积极汲取了西方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，如徐哲东在评论其学时

所言：“群经小学，诸史百家，靡不究贯，亦取异域之说相检度。”⑤

吕思勉治学领域广泛、规模宏大，新旧兼具、古今贯通，他认同并且实践的是一条由博返约、自专趋

通的学术道路，注重学术的积累之功，从基础逐步做起，厚积薄发、博观约取。他凭借“通人之学”的根

柢研治史学，重视通史的研究与编撰，先后编撰成多种通贯各时代、周赡各领域的完整通史，这些史著不

仅在 ２０世纪上半期的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，迄今依然在不断地翻版重印，并广受推重。这一切，对当
下中国通史的研究与编撰应不无启发与借鉴价值。

（责任编辑　 孔令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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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黄永年：《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（思勉）先生》，吕思勉述、黄永年记：《吕思勉文史四讲》，第 ５页。
吕思勉：《中国通史》，第 ６页。
严耕望：《治史三书》，第 １７９页。
余英时：《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》，氏著《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２００５年，第 ３９页。
李永圻、张耕华：《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》，第 ７０３页。吕思勉生平未有入校求学的经历，其学问基础来自少时身边的父母师友，

他曾经回忆说：“当时的风气，是没有现在分门别类的科学的，一切政治上社会上的问题，读书的人都该晓得一个大概，这即是当时的所

谓‘经济之学’。我的性质亦是喜欢走这一路的。”吕思勉当年所接受的实为中国传统的通才式培养，吕氏史学就是建立在这种“通人之

学”的基础上。其实我们不难发现，近代以来，吕思勉、钱穆、陈寅恪、陈垣等有成就的史学家，都是深植于和接续着中国传统学术的，反

之，则如唐德刚所言：“有些真能大幅度摆脱传统的学人，却往往由于传统训练不足，而流于浅薄皮相。”参见吕思勉：《从我学习历史的经

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》，氏著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，第 ５７９页；唐德刚：《史学与红学》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６年，第 ３页。


